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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犯罪知识测试( Guilty Knowledge Test, 简称 GKT) , 是 Lykken 在 1959 年引入的一种测谎测试程序。本文就

GKT测试的认知原理—定向反应有关理论的发展及其与 GKT测试的关系进行了介绍 , 并以此为起点 , 对 GKT测谎

研究的四种范式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最后指出 GKT测谎模式还存在的问题、相关的扩展性研究以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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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lty Knowledge Test is a lie- detection procedure elicited by Lykken in 1959.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rationale of GKT, namely orienting responses (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s and

the GKT.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four paradigms of the GKT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ex-

isting within the GKT, some relative extended researches exploring for solutions and its trend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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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Lykken 提出犯罪知识测试 ( Guilty Knowledge Test, 简

称 GKT) 模式至今 , GKT测谎测试已经获得研究者的极大关

注 ,时常在专业刊物中可见有关 GKT的研究论文[1- 3], 仅 Ben-

Shakhar 等人的一项元分析报告就收集了以皮肤电为指标的

80 项 GKT测谎的实验室研究 [4]。Iacono和 Lykken 在就不同

生理测谎方式的有效性对相关领域研究者进行的调查中发

现 [5], 美国生理心理研究会被调查者中的 77%以及美国心理

学会被调查中的 72%都认为 GKT模式具有科学的生理心理

理论作为依据 , 其意义高于其他测谎模式。作为测谎测试中

的 “认知方法”, GKT以定向反应 ( Orienting Response, 简称

OR)作为原理 ,不像欺骗检测那样依赖于对测谎本身的恐惧、

激起程度 , 而是力图测出被测者是否知道某些与具体犯罪相

联系的知识或信息 , 而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测谎方式。

但事实上 , 对于作为原理本身的定向反应理论的发展以及该

原理对于 GKT测试的适用性和解释性还没有过较为全面的

介绍和解释。因此 ,明确 GKT测谎原理的科学性是这种测试

模式得到进一步运用或改进的基础前提。

1 GKT认知原理

1.1 定向反应:刺激的新异性与意义性
巴普洛甫第一个将定向反应 ( OR)描述为对于刺激新异

性的反应。他将定向反应定义为“在人和动物身上对周围世

界最微小变化带来即刻反应的”反射[6]。刺激变化或新异性在

产生定向反应中的中心作用随后在 Sokolov 及其同事于 60

年代早期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强调。研究表明 , 无

论刺激形态如何 , 低中强度刺激的最初呈现都在该刺激的反

复呈现中减弱各种生理反应的反应大小(习惯化) , 而当习惯

化之后改变刺激的任何一个特点 , 反应水平都会恢复。

Sokolov在定向反应的出现中识别出刺激变化反应模式的敏

感性 , 并提出一种产生定向反应的机制 , 即刺激输入与储存

在“神经元模型”中的先前刺激轨迹的不匹配。Sokolov认为 ,

定向反应的出现是“神经系统探测到刺激变化的信号”[7]。但

此后不久 , 研究者发现刺激变化并不是引起定向反应的关键

或充分因素 , 并在一系列研究中证实了刺激意义性引起定向

反应[8- 10]。

目前对于定向反应总体上认为是新异性与意义性的结

合。定向反应是一个由新异刺激或刺激变化所引起的生理、

行为的复杂综合 , 通过对刺激的重复表征 , 定向反应产生习

惯化 , 即在反应强度上呈逐渐减弱 , 对于被试具有信号价值

的刺激会引起加强的定向反应 [11- 13]。关于定向反应产生机制

的刺激新异性 (刺激变化 )和刺激意义性的学术争论持续了

一段时间 [14, 15], 有关定向反应机制的争论与实证研究引发了

测谎学家将其用于测谎模式的研究及理论解释 , 并逐渐发展

了现已较为成熟的 GKT测谎范式认知原理。

1.2 定向反应与 GKT:测谎的认知方法

GKT背后的原理基于人类定向反应及习惯化过程的研

究[7, 16]。Lykken 第一个注意到定向反应的特征赋予它们解释

犯罪知识的能力。他认为“只有对于犯罪被试 ,‘正确’的选项

才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一个加入的‘信号价值’, 使之倾向于产

生比所呈现的其他选项更强烈的定向反应”[17]。

由于 GKT中的心理生理差异通过定向反应机制来调节 ,

对于关键选项的加强反应就不需要如以往对心理生理测量

的理论方法 , 将其归因于说谎、动机或是对于惩罚的恐惧。

GKT模式作为心理生理测量的一种认知方法 , 依据于人们知

道什么 , 而不是人们的情绪、关注点以及条件反应。事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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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 , 即使在没有给予被试动机性指导语 , 不要求被试

作出言语反应或只是重复关键词的情况下 , 相关信息依然能

够被察觉[18, 19]。

2 GKT范式研究

根据以往 GKT研究的不同特点 , 我们将 GKT研究大致

分成四种范式的研究。其中卡片测试、模拟犯罪测试、个人真

实信息测试三种范式为实验室实验研究范式 , 真实场景研究

范式为现场研究范式。

2.1 卡片测试范式
卡片测试要求被试从几张卡片中抽取一张卡片 , 并记住

卡片上的信息。然后询问被试一系列有关不同卡片的问题

(如 ,“你选择的卡片上的数字是 1 吗? 是 3 吗? ⋯⋯”) ,同时

监控记录被试对不同问题的生理反应。典型的卡片测试实验

只包含“有罪”的被试 , 即被试都抽取了一张卡片 , 因而具有

相关信息的知识。在卡片测试早期 ,实验信息通常是数字、词

语和图片 , 进入八九十年代后 , 卡片测试的实验材料有了很

大的扩展 , 不再仅仅局限于本身具有某种含义 , 容易引起被

试偏好的材料 (如数字、颜色等 ) , 而运用一些重新赋予含义

的编码词汇来扩大卡片测试的材料 , 被试被要求过度学习一

系列编码词汇 , 然后参加测谎测试 , 这些本身无意义的编码

词汇就由于学习的作用而成为有意义的关键项 , 从而避免了

被试对于非关键项信息的偏好而引起的非关键项意义性。这

种无意义材料在卡片测试中的应用有助于研究者从认知角

度验证 GKT测谎模式的有效性。

卡片测试的优点在于实施简单 , 将复杂的认知加工过程

转化为简易的第一阶段学习过程 , 可控性强 , 可以研究人们

在毫无激起的状态下参加测谎的认知基础 , 有利于找到和验

证测谎的相关理论 , 但它与真实测谎事件少有相似性 , 因此

只能作为测谎原理的基础研究 , 而需要与其他类别的实验方

法相结合才能证实真实环境下测谎的效用。另外 , 由于卡片

测试的内容简单性 , 大多数实验只有犯罪组 (被试均抽牌 , 获

得信息) , 而对于无辜组的虚报率研究尚欠缺 , 只有在扩展的

编码词汇研究中有一定虚报率研究 , 准确度平均在 0.85 左右 [4]。

对于虚报率的研究也是以后运用卡片测试进行 GKT研究不

容忽视的一方面。

2.2 模拟犯罪测试范式
在运用模拟犯罪方法的实验研究中 , 担当罪犯的被试在

第一阶段进行模拟犯罪 (如 , 从装有钱的信封里将钱 “偷”

走)。模拟犯罪的细节(如 ,被偷钱的确切数目)在第二阶段的

测谎测试中作为 GKT问题的关键项 ,每一个这样的关键条目

都嵌于一些同类中性控制条目组成的问题组中。大多数模拟

犯罪研究包含有罪和无辜两组被试 [20], 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包

含了有罪的被试[19]。

模拟犯罪中“模拟”的逼真程度在不同的实验中也有很

大不同。模拟程度较低的场景可以是让犯罪组被试反复阅读

具有犯罪背景和犯罪过程细节的指导手册 , 尽量将自己假想

为犯罪情景中的犯罪人 , 并脱离指导手册在脑中回忆整个犯

罪实施过程 ;模拟程度较高的场景可以是让犯罪组被试在阅

读有关杀人犯罪实施过程的信息之后 , 到一个先前作好布景

的犯罪现场 ,按照之前的指导语实施犯罪过程[20]。模拟犯罪范

式作为测谎实验室实验中与现实场景最接近的实验范式以

及实验本身的精致完整性 , 受到广大研究者的较高评价 , 并

成为有关 GKT研究综述的主要对象[21, 22]。从以往的报告来看 ,

模拟犯罪测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 对于罪犯判定准确率平均

在 0.80 左右 ,无辜判定准确率平均在 0.93 左右[4]。

模拟犯罪测试的优点在于 , 它通过模拟犯罪行为的实施

使被试加深认知加工 , 从而使参加实验室实验的无辜组和犯

罪组被试在对犯罪事实的认识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 这一点与

真实情景更为相似。但是 , 由于模拟犯罪是在主试的指导下

进行“犯罪”活动 , 其犯罪的动机、心理状况与真实情景依然

无法接近 , 因此 , 模拟犯罪测试依然只能作为一种探索测谎

认知原理的基础性实验方法服务于测谎基础理论的研究。尽

管无法完全真实化 , 与卡片测试方法相比 , 模拟犯罪研究具

有较一致高准确性、可针对同一“犯罪”活动设计多组相关问

题的优势 , 因此 , 一些测谎应用中的重要问题 , 可以通过模拟

犯罪模式较好的解决 , 如测谎每一个问题组的重复遍数以几

遍为最适合 , 测谎问题组以几组为最适合 , 何种回答方式 (如

都回答“是”,都回答“不是”,不作声等)生理效果最佳等等。

2.3 个人真实信息测试范式
在这类实验室研究中 , 被试的个人真实信息 (如名字 , 姓

氏 , 出生日期)用来作为关键项条目 , 并将其嵌入在其他一些

同类中性控制条目的问题组中(如其他被试的名字 , 姓氏 , 出

生日期 )进行测试。一些运用这种范式的研究只包含了“有

罪”的被试[23],而另一些研究同时包含了没有出现个人信息项

目的无辜组被试[24]。这类研究在七八十年代的测谎研究中运

用较多 , 近年来运用较少 , 罪犯判定准确度在 .75 左右 , 设置

无辜组的该类研究较少 , 有研究者在 2002 年的实验显示 , 无

辜判定准确度平均在 0.92 左右[24]。Benshakhar等人的元分析

报告 , 用该种方法实验室实验测试的精确度仅在模拟犯罪方

法之下 ,在各种 GKT实验方法中 ,精确度处于较高水平。

与其他范式相比 , 个人真实信息测试的优点在于 , 所用

的关键项信息是被试的真实信息 , 这样 , 关键项的意义性成

分就要远高于其他同类中性项 , 其意义性的表达和所产生的

生理反应也是其他基础实验范式中关键项所不能达到的。但

是 , 由于个人真实信息受到伦理、社会道德以及实验道德的

限制 , 因此此类实验可供选择的信息材料内容较少 , 只限于

一些较为表层的名字、出生日期等信息 , 对于已日趋精细化、

越来越关注深层加工的 GKT测谎测试显然在实验材料上是

不够丰富的。作为一种较为真实的测试 , 若能够突破信息内

容上的限制 ,这无疑是实验室实验中接近真实情况的好方法。

2.4 真实场景研究范式
场景研究就是对真实情景下的测谎测试进行研究。由于

此类场景研究的复杂性 (如司法机密性 ) , 到目前为止 , 整个

测谎研究中的场景研究总体很少 , 运用 GKT模式进行的更

少 ,在期刊上公开发表的 GKT场景研究至今只有两个。Elaad[25]

在 1990 年从以色列警署科学审问部随机抽取了在 1979 年

到 1985 年间以色列警署运用 GKT模式进行犯罪测谎测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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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供认的 98 份真实记录 , 其中有真正犯罪的和无辜的犯

罪嫌疑人的测谎记录及图谱 , 运用这些图谱进行再分析和判

断。随后 , Elaad 等人在 1992 年 [26]又随机抽取了 1985 年到

1991 年间真实犯罪的 GKT模式测谎记录进行图谱再分析。

这种现场研究的准确性低于模拟犯罪范式的准确性 , 这两个

研究对于犯罪者判定的准确度分别为 0.65 和 0.75, 对无辜判

定准确率为 0.94。

GKT场景研究现在虽然很少 , 且只停留在对原有 GKT

测试记录进行再分析的程度上 , 还未能够当场对受测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 ,但从 GKT认知原理出发 , 对于原有 GKT测试记

录进行再分析的场景研究是很有价值的。有研究者提到 GKT

测试中存在一种污染问题 , 即测谎员从其他信息上所形成的

印象被“读入”事实上并没有表示这些内容的测谎图谱 [27]。当

测谎员在分析图谱时人为地加入其主观观点 , 而不完全按照

图谱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 , 这时与 GKT测试的认知原理相

悖 , 图谱上原本显示的定向反应序列的特征将被破坏 , 从而

使判定结果的准确性受到伤害。而对原有记录进行再分析的

场景研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 由于经过很长的年限 , 完全不

同的测谎员只能将测谎图谱作为唯一线索 , 在完全没有主观

因素的情况下进行判定 , 这样 , 一方面可以证实纯客观判图

对场景测试的精确度和适用性 , 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以往当场

判定的结果相比较 , 证实所谓污染问题的存在与否以及程度

如何。从已有的场景研究来看事后纯客观研究与当场测试的

精确度有不同 , 如第一个场景研究中 , 当场对犯罪者进行正

确判定的比率为 42%,而研究中正确率为 65%。

GKT场景研究 , 作为验证实验室成果与实际运用的匹配

程度和方法的适用程度的重要手段 ,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因此 , 在今后应该大量发展 , 使实验室研究与现实运用更紧

密地结合起来。

3 GKT存在的问题及扩展性研究

3.1 犯罪知识泄漏问题

从 GKT模式的原理及其范式我们可以看到 , GKT模式

旨在测试受测者是否知晓所测的犯罪知识 , 一旦知道 , 即判

为有罪。因此 ,标准 GKT模式对进行测谎的关键性犯罪知识

的保密度具有严格的要求 , 即在所有参加测试的受测者中 ,

必须只有犯罪者本人知道该犯罪知识 , 而其他嫌疑人都不能

够知道该犯罪知识。当所要测的犯罪信息为所有犯罪嫌疑人

所知道时 , 该犯罪知识则不能够被作为 GKT模式测谎内容。

而在真实情景下 , 测谎测试中的犯罪知识面临很高的泄漏危

险 ,即并非无辜嫌疑者对犯罪知识都一无所知。因此 ,如何在

犯罪知识泄漏 , 无辜嫌疑人同样知道犯罪知识的情况下 , 正

确进行判别是 GKT模式能否广泛进行应用的关键。

Bradley等人 [20]在长期的研究之后提出了一种 GKT的变

式—GAT模式 ( Guilty Action Tests, 犯罪行为测试 )。在 GKT

标准模式中 ,问题的大致问法为“你知道⋯⋯吗? ”或“凶手是

⋯⋯吗? ”,这样 ,当嫌疑人都知道犯罪信息时 ,就很难判别只

知道犯罪知识而没有实施犯罪行动的无辜者与真实犯罪者。

而 GAT模式以直接测试嫌疑者是否参与犯罪从而避免了这

中模糊情况。GAT模式中的问题按照“你是否做了⋯⋯吗? ”

的问题形式 , 这样以询问第一行为者的方式在认知上将即使

知道信息但未去行动的无辜者与实际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

者区分开来。Bradley等 [19]在实验室研究中同时运用 GKT模

式和 GAT模式进行比较实验 , 结果发现 GAT模式显示出更

高的判定准确性。

GAT作为 GKT标准模式的扩展 , 其优点在于整个模式

与标准 GKT模式相比 , 操作上变动小 (只是更换询问方式 ) ,

原理上更符合测试的需要 ,能够使 GKT不再受到犯罪信息泄

漏这一致命限制 , 而大量运用于测谎实践中 , 因此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但目前运用这种 GAT模式进行的研究实证还较

少 ,因此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明。

3.2 心理状态真实性问题
实验室实验与真实情境下受测者心理状态的差异是

GKT受到批驳的一个致命弱点。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到 , 实验

室实验大多是在被试按照要求完成某一项行为之后对该行

为进行测谎测试 , 被试对于实施的行动毫无动机可言 , 其参

加测试时的心态必然与自发完成的不同。因此 , 如何能够将

接近真实场景的心理状态引入实验室实验 , 是在实验室条件

下更深入研究 GKT模式的关键。

在以往的 GKT模式测谎研究中 ,有一种较好解决这一问

题的方法 , 我们称之为“目的”真实性实验。“目的”真实性实

验实际上也是一种实验室模拟实验 , 关键在于“目的”上。它

针对特定的被试 , 在实验之前不告知真实的实验目的 , 而告

知被试参加测试后的判定结果将与生活中的某些重要事件

相关 , 实验后才告知真实的实验目的。如 , Kugelmass 和

Lieblich 对一批警员进行了测谎测试 [28], 这批受训警员被告

知 , 一名出色警员应具有的一个特质就是具有控制情绪的能

力 , 这一次实验测试将作为入选警局的选拔测试的一部分。

这样 , 该实验的“目的”就被被试认为具有真实性 , 与他们的

切身利益相关 , 因而在实验中所表现出的反应与真实情况下

更接近。

目的真实性实验的优点在于 , 由于“目的”的真实性 , 无

论在测试中运用的材料本身是否与真实犯罪等情况距离遥

远 , 被试都会将关键项信息看作与他利益有关、具有高度意

义的信息 , 并在测试中表现得更接近场景测试中的受测者。

因此 , 运用该方法 , 将场景研究转接入实验室研究 , 激起被试

的真实状态 ,实验结果更有应用参考价值。到目前为止 ,这类

方法的研究较少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以验证其精确性和适用

性。另外 , 由于并非对所有被试都能够找到与他切身利害有

关的“目的”, 而且告知被试的“目的”本身有说谎成分 , 可能

对被试造成不良影响 , 在研究上受到伦理道德的限制 , 因此

在使用时特别要考虑此方面的影响。

GKT模式还存在其他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 , 标准

GKT模式要求测试方 (如警方 )必须在完全掌握确切犯罪知

识的情况下才能够用该犯罪知识进行测谎测试 , 但在实际情

况下 , 测试方可能对关键的犯罪知识只有大致的线索 (如只

知道作案工具的大致范围 , 但不知道具体是用哪一种工具 ) ,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运用 GKT模式并取得较好的测试效

果 , 也是 GKT模式应用范围是否能够进一步扩展的关键之

一。

另外 , 与犯罪细节有关的记忆和感知也是实际情形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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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与实验背景中“罪犯”的一大区别。在实验室中 , 实

验者向犯罪组被试提供了正确感知相关信息的最佳条件

(如 , 让被试先熟记有关犯罪过程的指导语 , 然后再到设有相

关道具的房间进行实地“犯罪”, 接着进入测谎室进行测试[29])。

犯罪实施与测谎测试之间大多只间隔一会儿时间。而在实际

情况下 , 有关犯罪的细节感知和回忆可能受到在经历事件时

犯罪者当时的注意水平、身体状态、心理恐慌程度、事件的复

杂程度、测谎与案发相距的时间、案发后干扰事件的多少等

一些因素的限制 , 这些都会影响罪犯本身对细节的记忆精度

和数量 , 从而影响对 GKT测谎中问题核心项目的反应程度。

如何在实验室实验中控制这些感知和记忆上的问题 , 也是以

后研究中应注重与真实场景靠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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